Biblical Criticism 聖經批判學 是指針對聖經不同文體作檢視所採用的專門技巧，好發現它原本的字句、寫作的性質、資料的來源、日期、作者等問題。
　　經文批判
　　經文批判（textual criticism）的目的，是要重建經過重複傳抄之經文的原貌。在1450年西歐發明印刷術之前，聖經的流傳主要倚靠人手抄寫，每一次的抄寫都有可能出現抄寫的錯誤，故愈是近期的抄本，可能出現的錯漏就愈多，愈接近經文寫作期的（也就是愈古的抄本），原則上便錯誤愈少，不過有時也有例外。假如我們有原稿可以校對，抄寫錯誤很容易就發現，可惜大多數古代文獻的原稿都失散了，聖經的原稿更是一本不存。要重建原稿的樣子，只好透過小心比較還存留下來的不同抄本。
　　抄寫聖經的人叫做文士。不同的文士或抄寫派別的人，會有不同的抄寫習慣，這一點也要仔細研究，好識別出他們常犯的錯誤。早期的聖經抄寫，是由一個人把聖經朗讀出來，然後由一至多人抄錄下來，我們要分辨那些錯誤是基於朗讀的人讀錯原稿（結果是幾個同期的抄本都有共同的錯誤），那些是因為個別抄寫的人聽錯了而犯的錯誤（結果自然是只有一個抄本有錯誤，其他則保留原樣）。
　　聖經經文批判學者不單要精研舊約和新約的原文抄本，包括希伯來文、希臘文和亞蘭文，也要熟悉早期不同抄本的文字，包括敘利亞文、古埃及文（Coptic）及拉丁文（參聖經版本的神學，Biblical Versions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16,Name=Biblical Versions, Theology of}），以及早期作品中所出現的聖經引句。
　　以舊約來說，我們今天根據的，是希伯來文聖經的馬索拉經文（Masoretic Text，簡稱為MT），在主後七到十一世紀編成；但它根據的子音抄本（亦即是未加母音音註的），則可上溯至主後一世紀左右。自從1947年發現了昆蘭經卷〔Qumran manuscripts，參死海古卷（Dead Sea Scrolls{\LinkToBook:TopicID=342,Name=Dead Sea Scrolls}）〕，我們知道早在馬索拉抄本之前一千年，就已經有希伯來文聖經的存在【編按︰但舊約正典的書目還未完全確立起來】。今天研究舊約經文最主要的參考，是七十士譯本（Septuagint, LXX），它是用希臘文譯成的舊約聖經，約於主前三世紀到主前二世紀，在亞歷山太城完成的。至於新約方面，現存好幾個抄本的類別，皆可上溯到四至五世紀；但近代不斷發現更早的抄本，多是蒲草紙本，有些可上溯至二到三世紀，比上述抄本類別更早，使新約經文的研究更加積極。今天就是最優秀的版本，也只可當作是「中期報告」，更好的版本仍會出現。
　　要嚴肅地做釋經工夫，一定先要建立起比較可靠的版本，這是學者努力的目標。有一段時間，人稱經文批判為「低等批判」（'lower criticism'），因為它代表著研經功夫上較低層的方法及進路。
　　文體及歷史批判
　　有一段時間，文體及歷史批判（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）稱作「高等批判」（'higher criticism'），因為它要本乎「低等」或經文批判的研究成果，方能進行自己的研究──但現今這等名稱已過時。文體及歷史批判學關心的主要有三類問題︰文體結構、寫作日期，及作者的身分。
　　來源批判（source criticism）是找出一段經文所根據的口傳或筆錄的資料來源──若能找到一個或更多以文字記錄下來的資料來源，這個研究就更踏實及有把握。舉例說，我們知道歷代志作者的資料來源包括撒母耳記及列王紀，只要把歷代志與這些書卷比較一下，就不難發現歷代志的文體及採用的歷史方法。在新約，大多數學者均同意，馬太及路加福音是以馬可福音作主要的資料來源；既然馬可福音是最早存在的，我們比較有把握說馬太和路加是以馬可為藍本，過於流傳於學者之間的所謂「Q」本（此為假想存在的資料編本，用來解釋馬太和路加所共有，而又不見於馬可的「耶穌語錄」，作為馬太和路加所根據的資料來源）。
　　倘若一切原本資料都失散了，要重編它們就不大容易，因很多時候都變成純屬猜測。舉例，我們今天有他提安（Tatian）寫的《四福音合參》（Diatessaron），是根據四福音把事件編串起來的書，以約翰福音做藍本，約編成於170年；假如四福音是不存在的話，我們能否本於它來重建四福音的原貌呢？顯然不能。
　　在使徒行傳，我們發現作者（路加）在某處採用一個新的資料來源，但是不能本於此來重建這些資料來源的原貌，因為作者非常技巧地把它與自己的敘述交織在一起。惟一的例外是他的旅遊記載，這很容易識別，因為他忽然使用代名詞「我們」，來取代原用的「他們」。作者保留原本的「我們」，目的是要清楚指示出，遊記所載之事發生時，他也在場。
　　假如一個文獻有多過一個的版本，文體批判學者就要找出，它們哪一個是較早的，哪一個是較遲的版本。沒有明顯的證據時，這個工夫實不容易；但有時這等證據是存在的，舉例說，我們知道耶利米前二十三年事奉的言行錄，是他口述而巴錄筆錄，這份口述的第一個版本差不多一寫成，就給約雅敬焚毀了。但耶利米立刻又口述第二個版本，且添加了不少其他資料在裡面（耶三十六1～32）；然而這還不是最後一個版本，因為在此之後，他還繼續先知的工作，長達十七年。現在我們知道起碼有兩個版本是在他死後編訂而成的，中間加上一些個人及歷史的資料在內──較長的版本記在馬所拉經文中，而較短的則記在七十士譯本。昆蘭古卷（參死海古卷{\LinkToBook:TopicID=342,Name=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}）中則記有兩個版本的希伯來殘篇。
　　歷史批判學的目的，是要把文獻及其歷史背景串連起來，這包括內在及外在證據的相互關係。文獻記載的事件發生的年代，應與文獻本身成書的年代分開。舉例說，學者發現創世記記載的列祖事件是真實的，因為它們與當時文化的情況相吻合。但創世記的寫作時間，一般都認為是事件之後好幾百年才寫成。
　　以歷史批判的角度來看先知書（參預言神學，Prophecy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中真實的預言因素，則必須嚴肅處理。一個真實的預言，必須比預言要發生的事件更早，卻應比該預言事件的背景晚。舉例，那鴻的預言應在挪亞們人的滅亡（主前663年，那鴻書是指已經發生了的，鴻三8～10），與尼尼微城傾倒之間（主前612年，那鴻指將要發生的事）。只要用心讀先知的預言，我們就可以有把握地把此書的寫作日期，確定在那半個世紀之內。
　　十九世紀有兩個聖經批判學派有很大的影響力，因為他們把文體批判和歷史批判結合起來。威爾浩生（Julius Wellhausen, 1844～1918）本於先人對五經文體批判的成果，為我們開創了研究以色列宗教史的原則︰以色列人原本是在各地建立他們的祭壇，後來才集中在一處。可惜他許多的歷史重建，都沒有確實的資料作支持，日後研究有許多新發現，顯示他的重建有許多不完善之處。
　　比他早兩代的重要人物是包珥（Ferdinand Christian Baur, 1792～1860），以及其他杜平根學派（Tu/bingen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84,Name=Tubingen School 杜平根學派}）的人，他們重建使徒時代和次使徒時代的歷史，假設當時對福音的解釋是有兩個對立的學派︰一是彼得及耶路撒冷的教會，另一是保羅與外邦教會。後來二派終於達到協調融攝的時候，就是二世紀，也是新約大部分成書的年代，其中尤以使徒行傳和以弗所書最能顯出這種調和的努力，同時也反映在大公教會之內。杜平根學派把二派的衝突誇大了，對彼得作居間者，嘗試把二派拉在一起的力量也低估了；結果，他們把整個由對抗到調和所需的時間，也估計得太長。另一學者萊特佛特（Joseph Barber Lightfoot, 1828～89）把七封專屬伊格那丟（Ignatius）的信定為二世紀初寫成（The Apostolic Fathers, pt. II, vol. 1, London, 1885, 21889），這樣亦顯出二派整合的時間，是應在第一世紀之內。
　　傳統及形式批判
　　假如作者在記述的時候明言他所記的，是自己的親身經歷，或說他所傳的全是出乎自己，那就沒有關係，倘若他寫的是根據某些文獻，這個文獻的歷史，就得仔細研究。不管「傳」給他的是怎樣傳到他的手裡，我們都要研究它是怎樣傳的。假如傳遞的憑藉，是一個書寫的文獻，來源批判學就派上用場；假如是口傳的，傳統批判學就要展開追尋的工夫。這個方法可以用在舊約的敘事體、律法、詩篇，和智慧之言；它們都是先經過一個口傳的階段，然後才寫下來。在新約，學者曾用這方法來研究福音書的材料，雖然以福音書來說，事件的發生到最後才記之為文，其中經過的時間遠較舊約為短，但福音仍是先以口傳，然後才寫下來，我們若能研究口傳的不同階段，對明白福音書就很有幫助了。可惜研究口傳的階段，我們仍得倚賴推測的居多；假如我們訴諸口傳的「法則」，便不要忘記所謂「法則」者，不過是指一般情況及趨勢，倘若這些情況與經文不合，就不能勉強使用。
　　傳統批判其中重要的一環，是形式批判──即研究文獻流傳下來的「形式」。這種形式在研究詩篇時相當有用︰詩篇可按它幾個主要的類別來劃分，每一類別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背景，像群體崇拜或個別靈修等。
　　在新約，以形式批判來研究福音，可分辨出不同的「形式」──如敘事體或語錄，我們就是用這些方法，來找出它們未被書之為文以前的歷史。專家有時對這門學科的功效言過其實，它並不常能啟發人對某事件或說話的歷史性有新的認識。我們若能確定福音書形式的類別，跟著就要找出它的生活背景。我們要分辨福音書不同的生活背景︰耶穌事奉的生活背景，日後流傳時的不同背景（如︰依據什麼而決定保留某些事件或語錄，又捨去其他），以及日後成為文字時的生活背景。當我們到達這個地步，傳統批判就為編纂批判（redaction criticism）預備道路。由於傳統批判和形式批判的影響，很明顯地，無論調查的工夫追溯到多久以前的歷史，人描述的耶穌，必定有超自然的元素在內。
　　若把這些方法用在新約書信，另一方式的形式批判可以幫助我們看出一卷完整的書信，有當代修辭學所用的辯論形式（參H. D. Betz, Galatians, Philadelphia, 1979），或幫助我們把書信一些不斷出現的主題，作最細微的分析（參P. Schubert,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Pauline Thanksgivings, Berlin, 1939）。
　　編纂批判
　　編纂批判學是輔助傳統批判學的︰它專門研究某作者如何使用他所能得到的材料，包括筆錄的和口傳的。編纂批判對研究福音書特別有用，它能顯示出那四個寫福音書的真是作者，而不只是個編纂者。舉例，我們從馬太使用已存資料的方法，知道他的目的，乃在怎樣使教會，作為一個團契，能保存及傳遞耶穌的教訓，從祂的復活直到祂的再來。馬可不僅鼓勵為信仰而受苦的信徒要「背起十字架」跟隨主，也要見證耶穌就是神的兒子︰這是「彌賽亞的祕密」，在祂最後的受苦時，透過幔子裂開兩半，及百夫長的認信才顯露出來。路加看耶穌的事奉為成就神在舊約應許的大能，和先知的說話（神正是藉著這些工作和說話而啟示自己），並且在新約要繼續藉著使徒向全地宣教。約翰以神永恆之道成為肉身的道理，指出福音具有永久及普世的真實意義，使凡能明白的，都看得到神的榮耀。
　　在舊約研究上，編纂批判為我們揭開研究聖經的新頁，鼓勵我們重新思考五經的問題，知道它們是一個整全的文體，從而明白作者之目的及信息（參D. J. A. Clines, The Theme of the Pentateuch, Sheffield, 1978）。
　　正典批判
　　正典批判研究的對象，正是編纂批判留下來的問題；它的神學內涵更為豐富。它以審慎的態度來處理整部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的正典問題，個別經卷的意義及與其他經卷的關係，意思乃是問︰它們為什麼會被選為正典，現今的正典形式是怎樣來的等等。正典批判關心的問題，是它們現今的正典形式，而不像別的批判研究那樣，企圖要找出它們「原本」的形式。正典批判不是要代替其他的研究方法，乃是要補充其他方法不能關照的地方，並使它們原先定下的目標，再度清晰起來。
　　結構主義
　　結構主義（Structur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18,Name=Structuralism}）是以一個結構系統作為單位，研究它裡面的符號（sign）怎樣運作，和與別的符號的關係──這些都受某些既定的「法則」（code）控制。很多結構主義者宣稱，他們對原本的歷史背景，或文獻的目的不感興趣。他們看已有之經文為一個最後的形式，是一個語言及語意的現象，他們從那裡作起點來研究。經文的信息是真是假，全是以經文現有之形式為定準，而不是它們原來的歷史背景；任何能幫助讀者對經文有新認識的方法，都是有價值的。但我們若完全不管作者原來的意圖，只關心讀者能得什麼幫助，這種方法對研究聖經，並沒有什麼好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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